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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数字经济与省际贸易 

张充 何益欣
1
 

【摘 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数，并进一步借助新

冠肺炎疫情的自然冲击和双重差分法，利用 2019年 1月到 2020年 6月国内增值税专用发票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

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对省际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数字经济恰好满足人

们“非接触”诉求，对国内省际贸易循环畅通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经过一系列的检验之后，基本结果依旧稳健；

第三，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时刻对省际贸易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

但在新冠疫情被逐渐控制后，这种积极作用相对也会逐渐消失；第四，虽然数字经济有助于畅通被疫情阻断的省际

贸易，但过于严重的疫情冲击会极大地抑制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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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只有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才能迎接挑战，抓住机遇，实现更高质

量、更可持续的发展。在当前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世界经济低迷、全球市场萎缩的外部环境下，“十四五”开新局、育

新机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必

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反复提及了国内大循环。因此，如何畅通国内大循环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重要议题。 

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是国内大循环的四个基本环节，提升国内大循环需要保障基本环节的畅通(程恩富和张峰，2021)。

省际贸易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并且，这四个环节的畅通均需要科技作为重要助推力。数字经济依托于技

术，又反哺于技术，与省际贸易有着天然的联结。一方面，数字经济依托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与物联网等创新技术，能

够促进生产信息化、流通无障碍化、分配去中心化和消费多样化，使省际贸易的基本环节更加畅通、灵活与智慧。另一方面，

数字经济也逐渐成为促进技术升级、激发创新创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赵涛等，2020)。数字经济在 2019年的总量

达到 35.8万亿元，已占 GDP的 36.2%(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其对国内大循环的积极作用似乎已不言而喻，但实际上尚未

有文献将数字经济与国内贸易大循环关联起来。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很多需要面对面接触的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这导致国内大循环严重受阻。但数字经济却在

疫情中脱颖而出，2020 年第一季度，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 6.8%,但同期的信息技术服务业等数字经济同比

增长 13.2%(郭峰，2021)。数字经济因其“非接触性”的技术特性支撑了大循环基本环节的畅通，在疫情的严峻考验下熠熠生辉。

那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能否缓解疫情对省际贸易的阻断，促进国内大循环呢?目前，还未有文献对此进行过系

统性研究，相关实证研究极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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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这类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探究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影响对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具

有重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一方面，有助于进一步掌握数字化时代带来的新趋势新机遇，去粗取精，促进数字经济与大循环

各环节的有机融合，强大国内市场。另一方面，有助于构建一个能抵御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冲击的国内大循环体系，统筹协调数

字经济与非数字经济共同牵引广阔市场空间和技术创新的能力，打造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据此，本文的边际贡献有：

①研究了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冲击下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影响，为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构建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决策参考；②基于测算的数字经济指数和国内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数据，实证量化数字经济对省

际贸易的影响，为分析中国现实情况提供了经验证据。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以梳理和总结文献为基础，进一步分析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中对省际贸易的影响；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介绍本文的数据和实证方法；第四部分为数字经济在疫情中对省际贸易影

响的实证结果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理论分析 

本文以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为自然实验的冲击点，致力于研究数字经济能否促进国内省际贸易大循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综述相关文献和理论分析。 

1.文献综述 

首先是数字经济发展效应方面的文献。在 2015 年安塔利亚峰会上，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对互联网经济时代给全球经济

增长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已形成共识。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协议》指出：“数字经济是

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

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

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中，改变发展了社会互动方式。”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

认为，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张、贡献不断增强，2019年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已达到 35.8万亿元，已占 GDP的 36.2%。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通信技术使现代经济活动更加灵活、敏捷、智慧。 

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数字经济的技术子集“互联网”及“互联网+”等能够优化资源配置而扩大交易规模(Meijers,2014),

显著促进经济增长(Chu,2013),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优化经济地理格局(安同良和杨晨，2020)。数字经

济中的数字金融部分也具有地理穿透性和低成本优势，可以降低现代金融对传统物理金融网点的依赖，从而有助于实现普惠金

融，有助于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赋能，积极地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张勋等，2019;郭峰等，2020)。数字经济还可以通过影响知

识溢出、要素组合和市场规模等机制提升创业活跃度，成为提高区域创新效率的新动能，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产生积极作用(赵涛等，2020;丁志帆，2020)。总体上，这些文献虽然评估了数字经济对经济规模、经济发展质量与包

容性等方面的影响效应，但关于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影响的评估研究却还未涉及。这自然呼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

下对数字经济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其次是国内大循环与省际贸易的文献。国内大循环以扩大内需为战略支点，国内省际贸易的畅通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支撑，

因而省际贸易的畅通是国内大循环畅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一方面，现有关于国内大循环的文献大多从政治经济学的

角度对国内大循环的科学内涵和提升路径进行理论上的阐释(程恩富和张峰，2021;张辉，2021),但是对其如何进行相关的经验

验证并没有作详细介绍。另一方面，针对省际贸易的研究普遍认为打破地方壁垒、削弱地方保护主义是促进省际贸易的关键因

素(行伟波和李善同，2012),而互联网这种打破地理和物理壁垒的新兴技术对省际贸易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李秦等，2014)。纵观

已有研究，针对国内大循环的文献并没有针对省际贸易进行详尽展开，特别是鲜有文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关注数字经济对省

际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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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关于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用的文献。2019年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在全球迅速蔓延，到 2021年年

初已致全球 1 亿多人感染、230 万余人死亡，是 1918 年大流感以来的最大疫情。新冠疫情对全球各国的经济运行造成了严重冲

击，所有国家的所有行业都在经受疫情的影响(Atkeson,2020)。为了应对疫情，“封城”、“封路”、闭户等防控措施让很多

经济活动按下暂停键，但人与人接触性较弱的数字经济等少部分业态逆势而上，甚至衍生出新的数字经济业态，防止了疫情蔓

延，保障了社会供给，提高了经济韧性，减缓了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李韵和丁林峰，2020)。例如 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的

国内生产总值受疫情影响同比下降 6.8%,但同期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2%,与此同时，电子商

务服务投资也增长了 39.6%(郭峰，2021)。总体上，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起到了积

极作用。 

通过具体的文献分析可知，数字经济在抗疫中主要从四个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扩大社交距离、监测人口流动、提升信息

传递和公共政策效率、丰富刺激经济的形式。其一，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多在线娱乐方式并使得很多工作可以居家完成

(Dingel和 Neiman,2020),从而有效地扩大了社交距离，而扩大社交距离对新冠疫情防控是有效的(Kraemer,2020)。其二，数字

经济的发展也为疫情监测提供了更准确、及时的人口流动大数据，疫情防控的决策者可以通过电信 GPS数据、智能手机大数据、

5G网络、“健康码”等数字技术跟踪人口流动，精准地阻止已存在或者潜在的疫情扩散，进而保障经济活力的恢复(Xiao,2021)。

其三，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政务、社交媒体的数字信息化也促进了防疫信息、防疫知识的广泛传播，推动了防疫知识和治疗

技术的快速更新，提高了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效率(刘诚等，2020)。其四，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也为政府在疫情期间刺激经济

恢复提供了新的形式：地方政府通过云闪付、微信、支付宝等线上渠道发放电子消费券可以促进消费，进而助力经济复苏(林毅

夫等，2020)。 

综合来看，以往的研究虽然还没有直接涉及数字经济与省际贸易的关系，但上述关于数字经济、国内大循环与省际贸易、

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用的研究，对本文分析数字经济在抗疫中与省际贸易的关系有一定借鉴意义。 

2.理论分析 

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带动经济向包容性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转型，还能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助力经济恢复，那

能否助推省际贸易呢?本文尝试对此作出解答。构建大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需要解决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大环节中的过度依

赖、高成本、不平等及结构性等问题(程恩富和张峰，2021),省际贸易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畅通省际贸易

的关键是以技术进步推动生产端升级(张辉，2021)。依托于信息、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迅速渗透于生产、

流通、分配和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并获得有效信息。因此可以预期，数字经济的数字技术更新和信息优势有助于解决省际贸易中

各环节的各类问题，有益于加速技术进步、推动生产端升级和结构性改革，从而畅通省际贸易。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封城”、闭户等隔离措施成为防止疫情快速蔓延的良药，但线下需要人与人面对面接触的市场

也因此萎缩，很多传统行业遭受严重打击，国内和国际贸易循环受阻。然而，数字经济仍可以从非接触性的角度打通生产、流

通、分配和消费的环节，畅通疫情中受阻的省际贸易。第一，在生产方面，数字经济不仅可以通过“互联网+”技术提供线上招

聘、线上办公、线上会议、线上签约等各种服务，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Kuhn和 Skuterud,2004),缓解疫情期间的就

业压力，保障疫情中生产活动的可持续性；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打破银行对客户信息的垄断，提高资金配置效率，提升金融

的基本功能(谢平等，2015;李炳和赵阳，2014),在疫情中对各类微型企业精准救助，保障生产主体可持续性。第二，在流通、

分配方面，数字经济整合了各行业的供需信息，全面链接了产业链，推动线上和线下融合，快速打通产销两端，保障了疫情中

的原材料、资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消费品的流通和配给(王伟玲和吴志刚，2020)。如淘宝、京东等电商纷纷推出线上助农，

为各地滞销的农产品提供新渠道；5G 技术、“健康码”与智能定位等数字技术的融合提升了排查防控的效率和精度，加速人员

和物资流通。第三，在消费方面，当疫情还比较严重的时候，在线购物、在线买菜、在线教育、在线医疗、在线娱乐等各类在

线消费为稳定经济循环作出了贡献；当疫情得到控制后，各地政府发放的电子消费券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循环，林毅夫等(2020)

发现消费券可显著增加交易活跃度，发券地区受支持行业的支付笔数比未发放地区同期高约 26.6%。总之，数字经济为抗击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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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炎疫情提供了各种非接触性的技术，推动了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保障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环节以非接触性的

形式可持续进行，从而有助于畅通疫情中受阻的省际贸易。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 1: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省际贸易。 

三、研究设计 

1.模型设定 

突然来袭的新冠肺炎疫情为本文分析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影响提供了自然实验的冲击。参照 Nunn 和 Qian(2011)1“一刀

切”双重差分法的思路，可以选择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爆发的时间点(以 2020年 1月为分割点)为自然实验冲击点。为应对疫情

的武汉“封城”是史无前例的，让整个城市按下暂停键。全国各级政府也在武汉“封城”后陆续进入了疫情防控的“战时状态”,

采取了“封路”、闭户等严厉管控措施，禁止一系列聚集性活动，限制人口和物资在各地区间的流动。突发的疫情让全国大面

积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经济社会活动被迫暂停，严重阻断了国内大循环。因此，疫情后各地区国内大循环的状态相较

于疫情前是被严重阻碍的。也因此，借助这个重大的疫情冲击，可以用“一刀切”双重差分的方法评估数字经济在抗疫中对国

内大循环、省际贸易所起的作用：在没有疫情的情况下，传统经济形式与数字经济形式都对国内大循环发挥着作用，于是很难

单独得到数字经济对国内大循环的影响效应；但在疫情中，需要人与人面对面接触的传统经济形式受到严重的打击，而非接触

性的数字经济却依然可以发挥作用，此时数字经济畅通贸易大循环的作用便显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预期，疫情前数字经济发

展越好的地区在疫情后会有一个更通畅的经济环境，也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基础越好的地区相对于数字经济较

差的地区会有更高的贸易额，数字经济对畅通省际贸易有着积极作用。遵循这个研究思路，也为了验证假说 1,我们构建计量模

型如下： 

 

式(1)中，被解释变量 IPTit为地区 i在 t时间省际贸易额。核心解释变量 DEIi×COVID19t是数字经济指数(DEIi)与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时间(COVID19t)的交乘项。数字经济指数是根据主成分分析法得到的一个综合指数；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间是一个指示

变量，2019 年的各月份定义为 0,2020 年之后的各月份定义为 1。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 β 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

对省际贸易的政策效应，如果这一系数显著为正，则验证了假说 1,即数字经济在抗疫中能够促进省际贸易。Controlsit为一系列

影响国内大循环与省际贸易的控制变量。μi为地区 i 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λt为月度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

项。 

此外，也可以将数字经济指数分为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和发展较慢的两组，如果地区 i 的 DEIi大于等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数字

经济指数，则将该地区划分为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组，反之，则为发展较慢组。这一做法是参考了杨继东和杨其静(2016)的分组

思路，也就是将式(1)中连续型的 DEIi转化为离散型的分组变量，得到以下模型： 

 

式(2)中，DEIdummyi 是分组变量，即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组被赋值为 1,发展较慢组被赋值为 0。核心解释变量

DEIdummyi×COVID19t 的系数 γ 可以反映在疫情中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省际贸易比数字经济发展较慢地区的恢复畅通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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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如果这一系数显著为正，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国内大循环比发展较慢地区的更畅通，也验证了假说 1。式(2)是

对式(1)稳健性分析的补充。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国省际贸易的阻断是突然的、同步的，无论是数字经济发展较快地区的实验组，还是数字经济发展较慢

地区的控制组，它们在新冠肺炎疫情来袭的初始阶段都受到了猛烈的冲击。但由于控制组省份的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影响和

实验组的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影响是同方向的，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所以使用双重差分法后，我们虽不能得到绝对完全的

政策效应，但能得到实验组相对控制组的相对政策效应。如果相对效应显著为正，也即疫情前数字经济已发展较好的地区在疫

情中能够比数字经济发展较差的地区有更高的贸易额，则可说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促进省际贸易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2.变量测度与说明 

第一是省际贸易(IPTit)。本文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来衡量省际贸易。目前，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有着严格的稽核管理

程序、涵盖了全国所有地区间的大部分贸易，具有质量高、涵盖面大的优点(行伟波和李善同，2009)。所以，本文也是采用目

前最可靠、最优的增值税发票专用数据来测度省际贸易，反映国内大循环畅通情况。2020 年 3 月 3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

行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司长蔡自力在发布会上表示，“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企业复工复产明显提速”,这为我

们利用增值税专用发票数据研究省际贸易与国内大循环提供了有益的支撑。 

由此，我们以重庆市作为贸易原点，省际贸易(IPTit)在本文中指地区 i在 t时间与重庆市的省际贸易额(lnsjmy),省际贸易

额基于 2019 年 1 月-2020 年 6月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和重庆市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增值税发票数据计算)。在进行贸易时，销

售方会开具给购买方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会注明购买方和销售方的公司名，据此可以确定公司所在地，所在地不同的公司产

生的贸易就定义为省际贸易。在本文的研究中，省际贸易是重庆市公司与非重庆市的公司发生的往来贸易，具体而言，往来增

值税发票记载的购进和销售总额对数(省际贸易额，lnsjmy)就是用来反映省际贸易的被解释变量。本文也将购进额的对数

(lnsjmygj)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备选项，用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增值税发票数据是各省与重庆市的交易往来，所以样本没有

重庆市。 

第二是数字经济指数(DEIi)和数字经济分组变量(DEIdummyi)。目前涉及数字经济指数测度的相关文献较少，其中，张勋等

(2019)使用由层次分析法所得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反映数字经济；刘军等(2020)参考 NBI 指数采用线性加权法计算了数字经济

指数。本文结合数据可获得性，综合了刘军等(2020)和赵涛等(2020)对数字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选择，选择了包含数字金

融发展、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展等 4个方面的 14个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 2,将所有数据标准化后降维处理，

得到数字经济指数(DEIi)。又根据各省数字经济指数与全国平均水平的相对大小，按照上文的思路，可得数字经济分组变量

(DEIdummyi)。考虑到数字经济指数要外生于国内大循环下的省际贸易，所以选择了滞后期的 2018年的各项指标。表 1是各省的

数字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指标、指标属性和构建过程。其中，光缆密度、移动电话基站密度、互联网接入端口密度为

各省份光缆线路长度、移动电话基站数量、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分别与省域面积的比值；移动电话普及率是每百人拥有的手

机数；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是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移动互联网用户分别与该省总人口的比值；

企业网站占比、企业使用计算机数占比是企业网站、企业使用计算机数与该省份企业个数的比值，即企业平均拥有网站数和计

算机数；电子商务占比是有电子商务的企业占比；电信业务总量、软件业务收入、电子商务销售额、网上零售额是无需计算的

具体数值。 

表 1数字经济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属性 数据来源 

数字经济指数 数字金融发展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正向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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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展 

光缆密度 正向 

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移动电话基站密度 正向 

电信业务总量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正向 

互联网发展 

互联网接入端口密度 正向 

移动电话普及率 正向 

宽带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 正向 

移动互联网用户人数占比 正向 

数字交易发展 

企业网站占比 正向 

企业使用计算机数占比 正向 

电子商务占比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 正向 

网上零售额 正向 

 

第三是控制变量(Controlsit)。为了更加准确地分析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对国内大循环下省际贸易的影响，还需

要控制一系列可能影响省际贸易循环的省级层面变量。其中包含：经济水平——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lngdp);财政能力——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的对数(lnyssr);金融能力——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的对数(lnjrck);消费水平——居民人均消费性支

出的对数(lnjmxf);物流水平——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kdzs);开放程度——进出口总额人民币的对数(lnjck)。由于控制变量可

能会与模型产生内生的联系，所以本文也使用了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的控制变量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3.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针对 2019 年 1月-2020 年 6 月的省级月度数据展开研究，借助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的自然实验冲击，研究了重大公

共卫生事件下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影响。在剔除缺失值后，最终样本涉及 29 个省(市),共 462 个观测值。被解释变量国内省

际贸易(IPTit)的数据来源于金税工程系统。核心解释变量的数据是依据《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郭峰等，2020)和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的时间整理而得。其余控制变量等月度数据都是依据国家统计局

网站、中经网经济统计数据库整理而得。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指数(DEI)的均值为 0.0525,最大值为 5.539,最小值为-1.995,标准差为 2.096,表明不同地区间数字经

济发展差异较大。国内大循环省际贸易额的对数(lnsjmy)的均值是 22.48,标准差为 1.141,最小值为 19.67,最大值为 24.76,表

明各省的国内大循环仍存在差异。经济水平(lngdp)、财政能力(lnyssr)、金融能力(lnjrck)、消费水平(lnjmxf)、物流水平

(kdzs)、开放程度(lnjck)也存在着差异。由于使用的分析方法、数据年份和地区层面不同，本文与刘军等(2020)对各省数字经

济发展的相对排序相近但有一些差别。后文也使用了刘军等(2020)的数据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 2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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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量解释 变量性质 样本数 均值 标准误 最小值 最大值 

lnsjmy ln贸易总额 

被解释变量：国内省际贸易 

462 22.48 1.141 19.67 24.76 

lnsjmygj ln购进额 462 21.78 1.189 18.80 24.26 

DEI 数字经济指数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 

指数、新冠肺炎冲击 

462 0.0525 2.096 -1.995 5.539 

DEIdummy 数字经济指数分组 462 0.275 0.447 0 1 

COVID19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 462 0.266 0.442 0 1 

lngdp ln国内生产总值 

控制变量 

462 9.288 1.050 6.323 11.59 

lnyssr ln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462 6.943 1.078 3.586 9.446 

lnjrck ln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462 10.80 1.308 8.648 20.17 

lnjmxf ln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462 9.205 0.591 8.164 10.73 

kdzs 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速 462 16.37 17.74 -69.40 52.50 

lnjck ln进出口总额 462 16.39 1.829 10.35 20.39 

 

四、实证结果分析 

1.基准回归 

表 3 为抗击新冠肺炎中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以省际贸易总额的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含数字经

济指数(DEIi)的式(1),可得到表 3的第(1)列和第(2)列；根据含数字经济指数分组变量(DEIdummyi)的式(2),可得到表 3的第(3)

列和第(4)列。列(1)和列(3)没有加控制变量，列(2)和列(4)添加了控制变量，这四列均控制了个体和时间的固定效应。核心解

释变量数字经济指数(DEIi)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间(COVID19t)的交乘项系数显著说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发展越

快的地区的省际贸易越通畅；数字经济指数分组变量(DEIdummyi)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时间(COVID19t)的交乘项的系数显著也说

明，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的省际贸易在疫情中要显著好于发展较慢地区。由于数字经济的技术性恰好满足消费者和企业在

新冠肺炎期间的非物理接触诉求，保障了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畅通，所以疫情前数字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在疫情后有一

个更通畅的经济环境。基准回归的结果验证了预期的假说 1,也即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数字经济能够促进省际贸易。 

表 3 中控制变量的结果表明，各省的财政能力越强、一般预算收入(lnyssr)越多，越有利于国内大循环的省际贸易；各省

物流水平、快递业务量增速(kdzs)也有利于省际贸易；各省经济水平(lngdp)、金融能力(lnjrck)、开放程度(lnjck)对省际贸

易的影响不显著，但有正向作用；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lnjmxf)对省际贸易影响也不显著，但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新冠肺炎

疫情对消费强的地方冲击更大。 

表 3抗疫中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lnsjmy (2)lnsjmy (3)lnsjmy (4)lnsjmy 

DEI×COVID19 0.0168*** 0.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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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619) (0.00634) 

  

DEIdummy×COVID19 
  

0.0979*** 0.0840*** 

   
(0.0289) (0.0302) 

lngdp 
 

0.0214 
 

0.0188 

  
(0.0776) 

 
(0.0774) 

lnyssr 
 

0.371*** 
 

0.358*** 

  
(0.106) 

 
(0.106) 

lnjrck 
 

0.00311 
 

0.00390 

  
(0.00627) 

 
(0.00628) 

lnjmxf 
 

-0.0419 
 

-0.110 

  
(0.265) 

 
(0.265) 

kdzs 
 

0.00132** 
 

0.00131** 

  
(0.000563) 

 
(0.000559) 

lnjck 
 

0.0508 
 

0.0468 

  
(0.0547) 

 
(0.0547) 

常数项 22.60*** 19.85*** 22.60*** 20.59*** 

 
(0.0251) (2.050) (0.0250) (2.069) 

观测值 462 462 462 462 

R2 0.892 0.898 0.893 0.899 

省份数 29 29 29 29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2.稳健性检验 

尽管基准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对国内省际贸易循环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这一结果是否可信，还需要进

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本文从四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第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第三是增加控制

变量，第四是使用控制变量的滞后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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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数字经济指数指标的选取是综合了刘军等(2020)和赵涛等(2020)的指标体系。本文虽然与

刘军等(2020)都是分析省级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但比其多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指标，也与之使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所以两文

对各省数字经济发展快慢的排序略有不同。由此，为了保证本文基本结论的合理性，也使用了刘军等(2020)的指数对基准回归

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方式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结果见表 4。表 4的第(1)列和第(2)列是根据式(1)直接使用刘军等(2020)

的各省数字经济发展指数(liujunDEI)与 COVID19构成交乘项并进行回归的结果。表 4的第(3)列和第(4)列是根据式(2),将刘军

等(2020)文中的数字经济高和中等发达地区归为发展较快的组，赋值为 1;将其文中的数字经济低和欠发达地区归类为发展较慢

的组，赋值为 0,然后将这个数字经济分组变量(liujunDEIdummy)与 COVID19 构成交乘项并进行回归的结果。表 4 四列核心解释

变量的结果均显著，且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差不大，表明了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表 4以刘军等(2020)数据进行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lnsjmy (2)lnsjmy (3)lnsjmy (4)lnsjmy 

liujunDEI×COVID19 0.0285*** 0.0250** 
  

 
(0.0108) (0.0110) 

  

liujunDEIdummy×COVID19 
  

0.0989*** 0.0891*** 

   
(0.0279) (0.0290) 

常数项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62 462 462 462 

R
2
 0.892 0.898 0.894 0.899 

省份数 29 29 29 29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表 5 是用增值税购进额(lnsjmygj)替代贸易总额的结果。所有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近似。在控制所

有变量后，DEI 交乘项和 DEIdummy 交乘项系数仍都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能够发挥其数字金融性和数字科技

性的优势，促进省际贸易循环迅速通畅和恢复。表 5的结果说明了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表 5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为购进额对数 

变量 (1)lnsjmygj (2)lnsjmygj (3)lnsjmygj (4)lnsjmygj 

DEI×COVID19 0.0128* 0.0134* 
  

 
(0.00759) (0.00790) 

  

DEIdummy×COVID19 
  

0.0809** 0.0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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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5) (0.0376) 

常数项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62 462 462 462 

R2 0.819 0.823 0.820 0.824 

省份数 29 29 29 29 

控制变量 NO YES NO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三是增加控制变量
3
。增加的控制变量有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长率(gdzczzl)、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的对数(lnfdckftz),

以控制地方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对省际贸易的影响。由结果可知，额外加入控制变量给样本量带来了一定影响，但没有改变基本

结论。房地产开发投资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国内省际贸易循环有一定抑制作用，但此时的核心解释变量

DEI交乘项和 DEIdummy交乘项系数仍均显著为正，这进一步表明本文基本结论的稳健性。 

四是使用控制变量的滞后项，缓解控制变量的内生性。4 回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均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

致，核心解释变量系数的大小也与基准回归的结果相差不大。所有结果都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在抗击新冠肺炎中有更

多的贸易额。所以，数字经济在疫情中能够促进省际贸易畅通的结论还是稳健的。 

3.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法的基本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疫情前所有地区的国内省际贸易循环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本文采用事

件分析法，检验平行趋势并分析疫情中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影响的动态效应。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影响的平行趋势检验 

首先，图 1 中黑色三角形线描绘的是数字经济指数与各月虚拟变量交乘项的系数及系数的置信区间，灰色圆形线描绘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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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指数分组变量与各月虚拟变量交乘项的系数及系数置信区间。灰、黑两条线都展示了在新冠疫情于 2020年 1月爆发前，

交互项系数都不显著，在疫情后系数才变得显著。这说明中国国内省际贸易循环的发展趋势在疫情前是一致的，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也说明在疫情阻断接触性贸易循环后，数字经济因其非接触的特性保障了省际贸易畅通，从而更有利于疫情中的国内大

循环。 

其次，图 1 也展示了新冠疫情发生后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动态影响。在新冠疫情发生后，2020 年 2月至 3 月，数字经济

能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在 4 月之后，数字经济的显著促进作用逐渐消失。通过对比数字经济的动态效应和《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记录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的动态情况，可知数字经济的显著积极影响随着新冠疫情被控制而逐渐减小。

在 2020年 2月至 3月，数字经济有显著促进作用，此时也正是抗疫第三阶段(2月 21日至 3月 17日),本土新增病例数逐步下降

至个位数，中共中央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序复工复产重大决策；在 2020年 4月后，数字经济影响的显著性下

降，此时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也进入了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境内疫情总体呈零星散发的基本可控状

态，境外输入病例基本得到控制，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已成为政府工作重点。 

为什么数字经济的动态效应与新冠肺炎疫情变动情况高度关联呢?究其原因，在没有疫情的时候，数字经济和非数字经济都

对省际贸易起着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发展较慢的地区也能由非数字经济畅通省际贸易，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作用无法显著体

现。但在疫情来袭时，数字经济的非接触性特征保障了省际贸易通畅，而非数字经济却因需要面对面接触被疫情大范围阻断，

所以在抗疫中数字经济发展越好的地区的省际贸易越通畅。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被逐渐控制后，非数字经济的循环作用也恢复

了，因而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循环的促进作用相对于非数字经济又无法凸显了。 

4.异质性检验 

表 6的结果反映了数字经济在新冠疫情较高风险和较低风险地区对省际贸易的影响差异。首先，以 2020年 1月和 2月全国

30 个省份(除湖北、港澳台)的平均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数为划分依据，将新增确诊病例数大于全国平均值的省份作为较高风

险地区，反之，将新增确诊病例数小于全国均值的省份作为较低风险地区。然后，分两组进行回归分析。 

对比高风险地区和低风险地区的核心交互项的系数结果可知，低风险地区的系数更大和更显著，疫情中数字经济在低风险

地区对国内大循环的正向促进作用要明显强于高风险地区。这表明，虽然数字经济的非接触性特征有利于畅通疫情中受阻的生

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大循环环节，缓解新冠疫情对省际贸易循环的破坏，但如果疫情冲击较为剧烈，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

也会受到严重抑制。 

表 6数字经济在不同疫情风险地区的效果 

变量 

高风险区 低风险区 

lnsjmy lnsjmy lnsjmy lnsjmy 

DEI×COVID19 -0.00619 
 

0.0288*** 
 

 
(0.00879) 

 
(0.0110) 

 

DEIdummy×COVID19 
 

0.0101 
 

0.180*** 

  
(0.0360) 

 
(0.0647) 

常数项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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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测值 221 221 241 241 

R2 0.930 0.930 0.877 0.877 

省份数 14 14 15 1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五、结论与启示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下，本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从数字金融发展、信息化发展、互联网发展和数字交易发

展等 4 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数字经济指数，并进一步借助新冠肺炎疫情的自然冲击和双重差分法，利用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 6月国内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省级月度数据，实证研究了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对省际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数字经济恰好满足人们“非接触”诉求，对省际贸易循环畅通有显著促进作用；第二，经过一系列

的检验之后，基本结果依旧稳健；第三，平行趋势及动态效应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时刻对省际贸

易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在新冠疫情被逐渐控制住后，这种积极作用也会逐渐不显著；第四，虽然数字经济有助于畅通被疫

情阻断的省际贸易，但过于严重的疫情冲击会极大地抑制数字经济的积极作用。 

针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性启示：①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很难观察到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具体作用，但

疫情的自然冲击凸显了数字经济对省际贸易的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属于新生事物，其真正的应用和效应在过去非数字经济的日

常中难以体现，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才能显现。需要长期坚持发展数字经济，不能望其一蹴而就。②数字经济的发展与疫情

防控常态化应“两手抓”“两手硬”。目前，严重的疫情会极大削减数字经济的积极影响，只有坚持疫情防控常态化，才能发

挥数字经济抗疫、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最大效能。③在新发展格局下，要加快培育和发展数据要素和技术要素市场、健全数字经

济的要素市场体系，要继续深化数字经济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大循环环节中的作用。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打破地方

保护的种种壁垒，发挥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推动大循环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带

动世界经济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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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Nunn和 Qian(2011)按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对土地种植单类作物适宜性的分类,将旧世界大陆的土地对种植土豆

的适宜性从不适宜到非常适宜分成 8个程度,并利用了 18世纪土豆从美洲广泛传入旧大陆的这“一刀切”形式的外生冲击,结合

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发现更适宜种植土豆的地区在土豆种植技术传入后有着更快的人口增长和更高的平均身高,研究表明 18

世纪土豆从美洲的广泛引入是旧大陆 18世纪和 19世纪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2 由主成分分析的结果可知,前三个主成分的初始特征值大于 1,且已经反映了 82.32%的信息量,因此可选取前三个主成分来

代替原来的指标进行降维处理,然后将三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对三个主成分加权平均,得到数字经济指数与三个主

成分的关系 1。再然后将三个主成分与二级指标的关系 2 代换到关系 1 中,可得到数字经济指数与所有二级指标的关系 3。最后

可以通过关系 3和标准化后的二级指标的数值计算得到数字经济指数。 

3限于篇幅,表格结果不再列出,备索。 

4限于篇幅,表格结果不再列出,备索。 


